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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基金会作为一种融合了商业制度逻辑与公益制度逻辑的混合型组织，在开

展慈善活动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商业制度逻辑影响而产生“使命漂移”问题。本文立足于混合型

组织的使命漂移理论，构建中国“企业基金会–上市公司”的配对样本数据库，考察企业对企业

基金会使命漂移的诱致性影响及其治理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发生业务变更时，企业基

金会更有可能扩增和删减慈善领域，这表明动态适应商业需求是企业基金会出现漂移行为的

重要诱因；边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组织冗余水平、企业竞争压力以及企业基金会治理结构

对企业基金会漂移行为受到的诱致性影响具有调节作用；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在发生

业务变更时，通过业务领域与慈善领域间的品牌重配机制诱致企业基金会的漂移行为，这也将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企业基金会长期性慈善项目的流失。本文的研究发现丰富了混合型组织使

命漂移的诱因及治理机制研究，同时对于深化企业基金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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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且中国式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微观企业层面，企业社会责任尤其是显性社会责任即慈善捐

赠，是助推共同富裕加快实现的重要驱动器。相较于临时性、随机性的直接捐赠，企业通过建立

企业基金会来开展慈善活动被视为一种更具主动性与专业性的慈善范式（陈钢和李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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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许睿谦和王超，2022）。近二十年来，我国企业基金会发展迅速，从2004年数量近乎为零增

长至2020年的1 709家，期间年平均增长率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基金会，2020年企业基金会在所

有类型基金会数量中占比已达到20%（程刚等，2021）。尽管企业基金会拥有撬动商业资源和智

慧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巨大潜力，但同时也面临质疑，其核心在于企业基金会是否完全附庸于企

业而严重削弱了其公益使命。受到企业市场逻辑干预的影响，一些企业基金会缺乏自主的战略

导向来促进其公益使命，因此被质疑存在公益失灵的代理问题（李新天和易海辉，2015）。据观

察，企业基金会与接受捐赠的受助对象之间很少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其慈善行为零散化，这

大大限制了其创造社会福祉的潜力（Koushyar等，2015）。同样地，已有调查发现我国企业基金

会大多专业性较差，缺乏系统性、长期性的策略来促进公益使命（全国工商业联合会，2015），这
不利于有效提升社会福祉和助推共同富裕（杨蕤，2022）。以至于，企业基金会是否要完全“去企

业化”引发了探讨与广泛争论（李维安，2015）。
实质上，企业基金会可视为融合了商业制度逻辑和公益制度逻辑的混合型组织（Gehringer，

2021）。混合型组织同时受不同制度逻辑的影响，在运行过程中面临制度逻辑间的矛盾张力，因

而容易出现使命漂移问题（Ebrahim等，2014；Grimes等，2020；肖红军等，2022）。例如，随着商业

化程度的加深，一些社会企业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来寻求规模化或更优的经济回报，最终导

致使命漂移（Tracey等，2011；Wry和Zhao，2018）。然而，既有文献对混合型组织使命漂移诱导

机制的阐释还较为笼统，主要强调了商业化对削弱组织公益使命的影响，尚未深入揭示商业制

度逻辑与公益制度逻辑如何共同作用于组织使命漂移。此外，大多数文献将社会企业或共益企

业作为研究使命漂移问题的情境对象（刘志阳等，2019；Ebrahim等，2014；肖红军和阳镇，2018，
2019），对其他融合商业制度逻辑与公益制度逻辑的混合型组织还缺乏探讨。对于企业基金会

这类混合型组织，如何界定其使命漂移行为？其使命漂移行为又存在何种诱因和治理机制？

对不同类别组织的使命漂移进行界定与客观度量是该研究领域面临的一大挑战。

Grimes等（2019）将使命漂移定义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所体现出的行为模式的不一致程度，

以增强这一构念的客观可测度性。本文沿袭该定义，同时结合企业基金会这一组织类型的运行

特点，将慈善领域变更作为衡量企业基金会使命漂移的重要行为表征（Irvin和Kavvas，2020）。
具体地，本文考察企业基金会慈善领域变更的两种模式，即扩增新的慈善领域和终止已往投入

的慈善领域。慈善领域的“扩增”和“删减”从不同方面构成了企业基金会的使命漂移行为。基于

“商业–公益”制度逻辑混合的视角，本文提出企业的业务变更是企业基金会发生这两类漂移行

为的重要诱因，并在商业制度逻辑和公益制度逻辑下识别这两类漂移行为的不同治理机制。为

验证研究假设，本文手工构建了2009—2017年间153对“上市公司–企业基金会”的配对样本数

据，并系统测度了企业基金会的两类漂移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发生较高程度的业务变

更时，企业基金会更有可能扩增和删减慈善领域；企业组织冗余水平、企业竞争压力以及企业

基金会治理结构对两类漂移行为所受的诱致性影响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丰富了混合型组织使命漂移诱致机理研究，通过剖

析商业活动与公益活动间的联动机制，阐释了商业制度逻辑如何影响公益实践进而引致使命

漂移；第二，拓展了混合型组织使命漂移的研究情境，不同于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企业，本

文揭示了使命漂移在企业基金会这一组织类型中的行为表征及诱致机理，丰富了混合型组织

存在与运行的组织情境，并分析了双元制度逻辑治理对其使命漂移的调节作用；第三，本研究

有助于政府从使命漂移的视角更合理地评估企业基金会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具体作用，

为更合理地支持、引导与监督治理企业基金会提供了政策启示，也为企业基金会进一步融合兼

顾企业需求和公益使命提供了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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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混合型组织的使命漂移及其诱因

混合型组织是一种秉承多种制度逻辑（如商业、科层政府、公益、家庭逻辑等）的组织形态

（Battilana和Dorado，2010；Thornton和Ocasio，2008）。除社会企业外，企业基金会也被认为是一

种融合了商业和公益制度逻辑的混合型组织（Gehringer，2021）。从法律或税收的角度看，企业

基金会是以促进社会公益为使命的非营利实体，但同时又由逐利的商业组织所创建、资助甚至

控制，其慈善活动运营过程很大程度上体现企业意志。企业基金会通过多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形

式与发起企业联系在一起。首先是资金方面，企业基金会的捐赠收入主要依赖于其发起企业

（Citizenship，2014）；其次，企业基金会领导团队——理事会的大多数成员由企业高管兼职担

任（Brown等，2006；Werbel和Carter，2002）；最后，企业基金会通常和企业使用同一个名称，同

时在品牌和组织文化上也相互渗透与关联（Rey-Garcia等，2018）。
在商业制度逻辑与公益制度逻辑的交织影响下，混合型组织在运行过程中面临逻辑间的

矛盾张力，容易出现使命漂移问题（Ebrahim等，2014；Grimes等，2020；肖红军等，2022）。既有研

究指出，商业化和外部资源依赖是混合型组织使命漂移的重要诱因。随着商业化程度的加深，

组织可能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寻求规模化扩张或更优的经济回报，进而引发使命漂移

（Tracey等，2011）。越来越多非营利机构开始融入商业管理的理念与实践来提高效率，同时更

多寻求与企业的合作来获取资金支持（Beaton等，2021；Hwang和Powell，2009）。在资源依赖视

角下，组织在与资源提供方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中不得不以满足对方的要求为优先考虑，进而在

战略选择的自主性上受到限制（Pfeffer和Salancik，1978）。非营利机构的捐赠方往往对捐赠资

金的用途拥有一定决策权，而当捐赠方的目的与该非营利机构的公益使命不一致时，捐赠方可

能迫使其涉猎诸多与原有使命无关的项目，进而带来使命漂移风险（Grimes等，2020；Khieng和
Dahles，2015）。

在理想情况下，可以通过组织对使命公开表述的变化来推断组织是否发生了使命漂移

（Grimes等，2020）。然而在现实中，使命漂移很难通过组织公开声明中的前后差异来追踪。这是

因为：（1）使命表述一旦公开发布，往往就是稳定的、少有变更的，即便组织的实际行动已经发

生了根本变化；（2）一些组织通过非常宽泛的语言来表述使命，难以框定具体边界。为了提升使

命漂移这一重要概念的可测度性，Grimes等（2019）将使命漂移界定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所

体现出的行为模式的不一致性。不连续或前后不一致的行为模式会引发外界对组织承诺的质

疑，可能使外界认为组织已背离其原有的使命（Grimes等，2020）。在非营利部门，基金会每年关

注与参与的慈善领域是其行为模式的关键体现。基金会是发起人为解决某特定领域中的社会

问题而建立的，如教育、环保、文化艺术领域等，而慈善领域变更被视为基金会发生使命漂移的

重要行为表征（Irvin和Kavvas，2020）。
与其他基金会一样，促进公益使命是企业基金会作为非营利机构的存在意义之本（Crotts

等，2005；Koushyar等，2015）。与企业直接捐赠不同，企业基金会需按照法规在设立之初明确使

命宗旨与业务范围，且不能随意变更；企业基金会根据章程中载明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

动，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并接受民政部审查和公众监督。本文重点关注企业基金会变更慈善领域

这类使命漂移的行为表征，即企业基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更所投入的慈善领域。具体地，

企业基金会漂移行为可以分为两类——扩增新的慈善领域和终止已往投入的慈善领域。尽管

这两类漂移行为并不足以用来断定企业基金会完全违背了其公益使命，但它们提供了一个审

视企业基金会在践行公益使命的过程中是否具备专注性和长期性的重要视角。若企业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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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的影响下频繁出现这些漂移行为，则会破坏公益事业的长期主义，造成慈善活动的零散

化，进而不利于形成长远社会成效（Koushyar等，2015），同时对组织的能力吸收、公益形象等方

面也有负面影响（Tang等，2012；Wang和Choi，2013）。
(二)企业业务变更对企业基金会扩增与删减慈善领域的影响

业务变更是企业的重大战略决策，其本质是企业将要素资源在不同行业领域之间的重新

分配和转移过程（徐欣和唐清泉，2012）。业务变更体现了企业核心商业制度逻辑的变化，而这

种在资源配置的战略导向、注意力以及行动偏好上的变化可能从业务领域辐射至慈善领域，进

而诱变企业基金会的慈善行为。

企业基金会如何分配慈善资源、选择何种慈善项目，往往体现企业的战略诉求，而与业务

相协同的慈善行为被认为更具有战略性价值，进而能在更大程度上反哺企业。一方面，慈善活

动与商业活动相匹配，有利于形成一致的品牌形象，促进外界对企业行为的正面感知

（Godfrey，2005）。另一方面，在工具性利益相关方理论的视角下，企业倾向于有针对性地开展

符合特定利益相关方期待的慈善活动，进而帮助其在业务活动中获得支持（Wood和Jones，
1995）。已有研究发现，企业的慈善捐款往往被投入到与其业务相关的领域，例如开展制药业务

的企业倾向于向健康医疗相关事业捐款，房地产企业更多选择在当地开展有利于项目推进的

社会责任活动等（Brown等，2006）。
根据上述逻辑，企业倾向于将慈善活动与商业活动相协同，而当业务发生变更时，企业会

希望企业基金会寻求新的慈善活动来与之适应。通过补充业务特征以及品牌形象相契合的慈

善活动，企业可以为新商业活动的开展与运行营造更好的外部支持环境。此外，当企业发生业

务变更时，所相关联的利益相关方也很可能随之变化。不同利益相关方在道德、规范、价值观上

的偏好并不完全一致（Donaldson和Dunfee，1999）。在新的业务场景下，利益相关方对慈善活动

具有新的偏好或期待，而当原有的慈善活动无法满足这些偏好和期待时，企业可以通过拓展新

的慈善活动来与业务形成协同。综上，当企业的业务发生变更时，企业基金会更有可能通过开

展新的慈善活动来帮助其改善营商环境和获得利益相关方支持。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企业业务变更的程度越高，则其企业基金会扩增新慈善领域的倾向越高。

企业基金会在特定时间内可支配的慈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慈善行为决策上往往面临

取舍，受企业干预及预算压力的影响可能终止一些运行中的慈善项目。随着企业商业活动的变

动，企业基金会已往投入的慈善领域或者运行中的一些慈善项目如果对于企业当下商业活动

的战略效益降低甚至失效，则很可能因为无法继续得到企业的支持而被终止。也就是说，企业

因业务变更而产生与过去不同的慈善偏好，会引致其企业基金会不再参与某类慈善领域或者

终止一些过去投入的慈善项目，甚至是一些长年运行并且公益效果较好的慈善项目。正如已有

研究所发现的，大多企业都很难像专业慈善组织那样长期坚持在同一慈善领域深耕

（Gautier等，2015；Halme等，2009；Porter和Kramer，2002）。企业基金会在企业的影响下，容易忽

视对特定领域的长期投入或者没有耐心培育优质项目，可能会通过删减与当下业务战略关联

性较低的慈善项目来节省开支。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b：企业业务变更的程度越高，则其企业基金会删减已有慈善领域的倾向越高。

(三)商业制度逻辑的治理调节

（1）企业的组织冗余。组织冗余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慈善行为（Surroca等，

2010）。组织冗余是企业超出其生产经营所必需的那部分资源，而企业慈善恰恰是一种非必需

的、自愿的行为。高水平的组织冗余可降低企业的资源约束，增加企业慈善可投入的规模和自

由度。当企业拥有高水平的组织冗余，尤其是持有充足的现金及等价物时，其慈善投入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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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高，对企业基金会的支持力度也会更大。当企业因业务活动变更而形成新的慈善偏好时，

组织冗余高的企业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企业基金会新增慈善领域或发起新的慈善项目。此外，

这样的企业开展慈善活动所面临的资源限制较小，更有可能选择继续支持已有项目。反之，企

业在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时，很有可能会为了节省开支而终止对企业基金会一些慈善领域或

正在运行的项目的支持，尤其是那些对企业商业目标的战略裨益性较弱的项目。

综上，当企业发生商业变更时，组织冗余高的企业更有可能支持企业基金会拓展其慈善活

动，同时也不太会因为财务压力而促使企业基金会删减一些已有的慈善活动。因此提出假设：

H2a：企业的组织冗余水平越高，企业业务变更程度与企业基金会扩增新慈善领域倾向的

正相关关系越强。

H2b：企业的组织冗余水平越高，企业业务变更程度与企业基金会删减已有慈善领域倾向

的正相关关系越弱。

（2）企业的竞争压力。企业的慈善活动选择也取决于它们所处的竞争环境（Campbell，
2007）。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大，则会有更强的迫切性利用慈善活动来帮助其改善营商环境、获

取利益相关方支持。因此，此类企业会更加注重企业基金会的战略工具性，促使其通过开展与

业务相适配的慈善项目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有限资源下，竞争压力较大的企业更倾向于将慈

善资源分配到更有利于实现战略目标的活动中，对待慈善支出也会更加精打细算。相比之下，

竞争压力小的企业从慈善投入中获得短期回报的压力较小，对待慈善支出可以有更大的自由

裁量余地，也会更有耐心支持企业基金会培育长期性慈善项目。因此，当企业因业务变更而形

成新的战略慈善诉求时，竞争压力大的企业会更倾向于将慈善资金分配到那些具有战略性的

新慈善领域，来帮助其提升竞争力。此外，企业基金会之前所参与的慈善活动与新的经营环境

并不一定契合。企业迫于竞争甚至生存压力，会倾向于删减与现有经营环境并不契合的活动，

而把有限的慈善资源投入到在短期内更易产生战略慈善效益的活动中。由此提出假设：

H3a：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大，企业业务变更程度与企业基金会扩增新慈善领域倾向的

正相关关系越强。

H3b：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大，企业业务变更程度与企业基金会删减已有慈善领域倾向

的正相关关系越强。

(四)公益制度逻辑的治理调节

除企业层面的外部调节机制外，本文认为企业基金会的内部治理将对其开展和维持慈善

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理事会是基金会的核心决策机构，其成员包括（副）理事长、（副）秘书长等，

基金会的战略方向和年度工作重点等都通过理事会决定。治理团队以往的工作背景在很大程

度上塑造了他们的理念和价值观，并成为某种制度逻辑的“载体”（Almandoz，2012；Scott，
2001）。如企业工作经验丰富的成员其商业制度逻辑往往较强，他们在决策过程中追求效率，重

视成本收益，在利他或公益方面的考量相对薄弱 （Ferraro等，2005；Khurana，2007）。相比之下，

在政府或非营利部门工作的成员则更多地吸收了社会发展和公益制度逻辑，因此在指导基金

会运作的过程中可能更重视社会效益而非商业功利。

企业在业务活动发生变更时，可能向企业基金会施加调整慈善活动的压力，进而适应企业

的战略诉求。如果企业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完全嫁接于企业的高管团队，则容易使得组织运营

陷入单一的商业制度逻辑，在慈善管理过程中会更大程度地主张对企业有利的决策方案，也更

容易因为企业诉求的变动而扩增或删减慈善活动。而如果理事会中有更多政府或非营利机构

工作背景的成员，在管理过程中秉持更强的公益制度逻辑，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企业商业

诉求下的压力，督促企业基金会专注于公益目的的实现。因此本文认为，企业基金会治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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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较多非商业背景的成员，能够对企业基金会由于企业业务变更而扩增和删减慈善领域的

情况起到缓解作用。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4a：企业基金会的理事会中政府、非营利机构以及高校等非商业背景占比越高，企业业

务变更程度与企业基金会扩增新慈善领域倾向的正相关关系越弱。

H4b：企业基金会的理事会中政府、非营利机构以及高校等非商业背景占比越高，企业业

务变更程度与企业基金会删减已有慈善领域倾向的正相关关系越弱。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选取参照《中国企业基金会发展研究报告》对企业基金会的界定，即企业基金

会是由企业发起的，同时资金主要来源于发起企业。因此，研究样本不包括由企业家设立的私

人基金会。为验证研究假设，本文整合了四类数据：企业的基本信息和财务信息、企业基金会的

基本信息和财务信息、企业基金会在不同慈善领域的项目运营信息、企业基金会的治理团队

信息。

从中国基金会中心网（CFC）获得关于

企业基金会的基本信息、财务信息以及项

目运营信息。针对基金会年度运营的慈善

项目，CFC数据库收录了项目名称、支出金

额、受益人和项目内容简介等信息。自

2016年以来，各基金会开始按民政部所提

供的年报模板披露每个项目所属的慈善领

域。由于2016年之前的慈善领域信息缺失，

研究团队邀请了两位研究助理进行人工识

别，通过阅读项目名称、内容简介等文本资

料对项目所属的慈善领域进行编码。独立编码条件下两位评估者间一致性系数（Cohen’s
kappa）高达0.86，表明编码结果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表1展示了企业基金会运营项目的17个慈

善领域划分类别。此外，CFC还披露了基金会的所在地、成立年份、注册资本、年度资产、年度捐

赠收入、年度支出等基本信息和财务信息。

企业基金会治理团队的信息从其年度报告中手动收集。民政部要求基金会年报披露其理

事会成员信息，包括理事长、秘书长、普通理事以及监事。不过，理事会成员的个人信息并不完

善，如人口统计特征和专业背景等。因此，在由年报所生成的理事会成员名单的基础上，研究团

队从另外两个数据源——Wind人物库和易善数据库补充理事会成员的简历信息。

此外，从Wind数据库获得上市公司的基本信息和财务数据。在将所有数据进行拼接并删

除带缺失信息的观测样本后，最终得到一个非平衡面板数据集，涵盖了2009—2017年间153家
企业基金会及其发起企业的年度信息，总计650个“基金会–发起企业–年度”样本。

截至2017年，样本企业中的153家企业基金会总计开展了5 663个捐赠项目，每个项目的平

均支出为30万元人民币。基于对项目信息的动态追踪，发现大部分企业基金会每年所投入的慈

善领域都呈现出前后不一致的现象，超过75%的“基金会–年度”样本在项目慈善领域上发生了

“扩增”或“删减”行为（见图1）。可见，慈善领域投入的不连贯性、间断性在中国企业基金会中普

遍存在，尽管呈现的变更模式有所不同。

表 1    基金会慈善活动领域

ID 慈善领域 ID 慈善领域

1 教育 10 文化艺术
2 扶贫助困 11 科学研究
3 安全救灾 12 医疗救助
4 环境保护 13 志愿者服务
5 卫生保健 14 动物保护
6 三农 15 创业与就业
7 社会公共服务 16 体育
8 公益行业发展 17 侨务
9 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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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删减领域

无删减领域

无扩增领域 有扩增领域

仅删减
19%

更替
35%

稳定
24%

仅扩增
22%

注：图中小方块表示基金会本年度和上一年度所参与的慈善领域，其中■表示基金会两年都参与的慈善领
域，□表示基金会在两年间参与的不一致的慈善领域。

图 1    企业基金会慈善领域的变更模式
 

(二)变量选取

1.因变量：慈善领域扩增/删减

本文基于组织当前行为与先前行为的不一致性来测度其使命漂移的程度（Grimes等，

2019）。 在实证情境中，企业基金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扩增新的慈善领域和终止已往投入的慈善

领域，本文基于此生成慈善领域扩增（Addin_PD）和慈善领域删减（Cutoff_PD）两个变量。作者

汇总整理了企业基金会每年度在各类慈善领域投入资金的情况，若企业基金会存在某类慈善

领域在本年度有资金投入而上一年度没有资金投入，则将慈善领域扩增变量编码为“1”，否则

为“0”；若企业基金会存在某类慈善领域在上一年度有资金投入而本年度没有资金投入，则将

慈善领域删减变量编码为“1”，否则为“0”。
为进一步提升这两个变量在本文分析中的有效性，对变量值做了如下处理：（1）当组织行

为模式变更达到实质性程度，才会引发组织内外成员的使命漂移感知（Grimes等，2019）。为体

现扩增和删减漂移行为的实质性，仅当本年度所扩增慈善领域的资金投入占比超过本年度企

业基金会捐赠总资金的10%时，慈善领域扩增变量才编码为“1”，否则仍然为“0”；仅当所删减

慈善领域在上一年度的资金投入占比超过上一年度企业基金会捐赠总资金的10%时，慈善领

域删减变量才编码为“1”，否则仍然为“0”。（2）企业基金会开展某些慈善活动是缘于突发的外

部事件，如“安全救灾”类活动。这类活动具有很强的即时性，企业基金会的赈灾活动捐赠时间

基本由灾害突发的时间决定，赈灾活动也往往会随着灾害的消退而自然终止。因此，针对这类

慈善领域的扩增或删减基本取决于外部事件的自然周期，而与企业基于业务的战略导向无关。

本文在样本中筛除了此类活动来避免对实证结果的干扰。

2.自变量：业务变更程度

从Wind数据库收集上市公司的年度销售额信息，包含其每个财务年度在不同产品/服务领

域的销售额。本文使用不同业务领域的销售额结构变化来衡量一个公司的业务变更程度

（BusChange）（如Connelly等，2019；Henderson，1999）。基于企业每年度在每个业务领域的销售

额占比，采用欧式距离法来测算企业i在t−1到t年之间的销售额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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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表示企业i于年度t在业务领域j中的销售额， 表示企业i在年度t的销售总额。

3.调节变量

（1）组织冗余。慈善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外的非必需、自愿的行为，而相比沉淀性冗余，非

沉淀性冗余资源对慈善行为的影响更为直接（如田雪莹，2015）。本文侧重考察企业的非沉淀性

冗余资源对其慈善投入的影响，并通过现金比率（CasRatio），即上一年度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

末余额除以流动负债，来衡量组织冗余的水平。

HHI =
PN

i=1 (S i=S)2

S i

（2）竞争压力。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所处行业的竞争程度。赫芬达尔指

数（HHI）常用来测度行业竞争程度（Haushalter等，2007），即 ，其中N为行

业内企业数量， 为企业i当年销售收入，S为当年同行总销售收入。由于HHI为反向指标，行业

竞争越激烈，HHI数值越小，因此用1−HHI来衡量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ComPressure）。
（3）非商业背景治理占比。（副）理事长和（副）秘书长是基金会的核心高层管理者，他们对

基金会的规划与管控等起决策性作用。本文根据（副）理事长和（副）秘书长的专业背景，测算企

业基金会的非商业背景治理占比（GovHybrid）。若该高管（曾）是人大和政协的成员，或中央/地
方的官员（Zheng等，2019），则将政府背景编码为1。若其（曾）在非营利机构工作，如慈善组织、

社会团体、协会等，则非营利性背景编码为1；若其（曾）在高校等学术机构担任行政或科研职

务，则高校背景编码为1。本文利用政府背景、非营利背景以及高校背景的人次之和除以企业基

金会高管的总人数，来度量治理团队中的非商业背景占比。

4.控制变量

从企业和企业基金会两个层面选取可能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1）企业

层面：组织规模对慈善行为决策具有显著影响（Marquis和Lee，2013），因此控制企业相对规模

（Size），即企业年度净资产额除以企业基金会年度净资产额；企业的财务绩效会影响企业的慈

善投入（如Waddock和Graves，1997），因此控制企业的年度净资产收益率（ROA）；国有企业与

民营企业的慈善投入动机和行为有所差异（许睿谦和王超，2022；Wang和Qian，2011），因此控

制企业性质（Private）这一变量，民营企业的变量值为“1”，国有企业的变量值为“0”；广告投入

强度更高的企业可能更愿意利用慈善活动来优化品牌形象（Zhang等，2010），因此控制企业的

广告投入强度（Advertise），即广告投入支出占销售额的比率。（2）企业基金会层面：利用基金会

净资产额（CF_Assets）的取对数值来控制基金会的规模。基金会当期经营策略可能受到已往慈

善投入力度影响，将基金会上一年度的捐赠水平（CF_DonLevel）作为控制变量，即基金会上一

年的捐赠支出金额除以净资产额。控制基金会的管理费用比率（CF_AdmFee），即基金会年度

管理费用除以其年度总开支。管理费用并不直接用于慈善事业，而是用于基金会的日常管理、

运营以及员工薪酬，管理费用比率对基金会经营活动存在潜在影响。此外，控制基金会的年龄

（CF_Age），即基金会成立以来的年数。

根据以上内容，研究涉及的变量及其定义参见表2。
表3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在本文采纳的样本中，因变量Addin_PD的标准差为

0.471，Cutoff_PD的标准差0.452，表明不同企业基金会之间的慈善领域扩增和删减程度都存在

较大差异。自变量BusChange的标准差为0.225，取值区间为[0.009，0.998]，表明不同企业的年

度业务变更程度差异较大。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取值均呈现差异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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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定义

类型 变量 符号 变量说明

因变量
慈善领域扩增 Addin_PD

若企业基金会存在某类慈善领域在本年度有资金投
入而上一年度没有，则编码为“1”，否则为“0”

慈善领域删减 Cutoff_PD
若企业基金会存在某类慈善领域在上一年度有资金

投入而本年度没有，则编码为“1”，否则为“0”

自变量 业务变更程度 BusChang
企业每年度在各业务领域销售额占比的结构变化

（欧式距离法测算）

调节变量

组织冗余 CasRatio
通过现金比率衡量，即上一年度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期末余额除以流动负债

竞争压力 ComPressure
=
PN

i=1 (S i=S)2 S iHHI ，其中  为企业i当年销售收
入，S为当年同行总销售收入。HHI值越小，行业竞争
越激烈，通过1−HHI来衡量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

非商业背景
治理占比 GovHybrid

在企业基金会（副）理事长和（副）秘书长组成的高层
治理团队中，政府、非营利机构以及高校背景的人次

之和除以总人数

控制变量

企业相对规模 Size 企业年度净资产额除以企业基金会年度净资产额
企业财务绩效 ROA 企业的年度净资产收益率

企业性质 Private 民营企业的变量值为“1”，国有企业的变量值为“0”
广告投入强度 Advertise 企业年度广告投入支出占销售额的比率

企业基金会规模 CF_Assets 企业基金会净资产额的取对数值

上一年度捐赠水平 CF_DonLevel 企业基金会上一年的捐赠支出金额除以净资产额

管理费用比率 CF_AdmFee 企业基金会年度管理费用除以其年度总开支
企业基金会年龄 CF_Age 企业基金会成立以来的年数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ddin_PD 0.331 0.471 0 1
Cutoff_PD 0.285 0.452 0 1
BusChange 0.386 0.225 0.009 0.998
CasRatio 0.634 1.525 0.005 14.844

ComPressure 0.871 0.168 0.000 0.984
GovHybrid 0.729 0.569 0 3

Size 2 866 9 472 5 129 368
ROA 7.768 7.491 −24.241 44.170

Private 0.657 0.475 0 1
Advertise 0.017 0.030 0.000 0.252

TMTChange 0.298 0.458 0 1
CF_Assets 2.603 1.728 0.000 7.117

CF_ DonLevel 1.916 19.105 0.000 435
CF_AdmFee 0.012 0.056 0.000 0.500

CF_Age 5.686 3.159 0 25
 
 

(三)模型设定

由于两个因变量，即慈善领域扩增和慈善领域删减，均为二分变量，因此本文采用

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Logit (A ddin PD it) = ¯0+ ¯1B usChangeit + ¯2Controlsit + Áj + °t + ¹i + "it （1）
Logit (Cutof f PDit) = ¯0+ ¯1B usChangeit + ¯2Controlsit + Áj + °t + ¹i + "it （2）

模型（1）和模型（2）用来检验主效应H1a和H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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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t (A ddin PDit) = ¯0+ ¯1B usChangeit + ¯2M oderatorsit+¯3B usChangeit
£M oderatorsit + ¯4Controlsit + Áj + °t + ¹i + "it

（3）

Logit (Cutof f PDit) = ¯0+ ¯1B usChangeit + ¯2M oderatorsit+¯3B usChangeit
£M oderatorsit + ¯4Controlsit + Áj + °t + ¹i + "it

（4）

模型（3）和模型（4）用来检验调节效应H2—H4。
A ddin PDit Cutof f PDit

B usChangeit M oderatorsit

B usChangeit £M oderatorsit Controlsit

Áj

°t

¹i

"it

其中 和 分别表示i企业基金会在t年度是否有扩增或删减慈善领

域； 表示模型的关键自变量，即 i企业在 t年度的业务变更程度；

表示模型的三个调节变量，即“组织冗余”“竞争压力”“非商业背景治理占比”，分别放入业务变

更程度和调节变量的一阶交互项（ ）； 为其他控制变量；

此外，模型纳入行业固定效应（ ），以控制企业行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慈善行为的影

响，对企业所属行业分类采纳了Wind一级行业类别体系；纳入年份固定效应（ ），以控制时间

变化因素对慈善行为的影响； 为企业及企业基金会个体层面的随机扰动项，用以控制个体异

质性； 为模型的误差项。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采用皮尔森检验进行核心变量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两个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均呈

显著相关关系（p<0.01）。此外，对所有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分析，发现最大VIF值为

1.96，低于10这一预警值，表明可排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4报告了主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分别以慈善领域扩增（Addin_PD）和慈善领域删减

（Cutoff_PD）作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在模型1和模型3中纳入了核心自变量，并控制

了企业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结果显示企业业务变更程度与企业基金会扩增和删减

慈善活动的倾向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模型2和模型4中纳入了自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结果显

示两个主效应中的正向影响关系依然显著（β=1.99，p<0.01；β=1.82，p<0.01）。H1a和H1b得到支

持，这也反映出企业业务变更是企业基金会慈善活动发生漂移的重要诱因。

(二)调节效应检验

在主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三组调节效应（见表5）。模型5和模型9中加入了“组织冗余”和“业
务变更”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与企业基金会扩增慈善活动的倾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β=4.08，p<0.05），而与企业基金会删减慈善活动的倾向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β=−1.75，
p<0.05），H2a与H2b得到支持。模型6和模型10中加入了“竞争压力”和“业务变更”的交互项，结

果显示交互项与企业基金会扩增及删减慈善活动的倾向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β=5.70，
p<0.01；β=4.59，p<0.05），H3a与H3b得到支持。模型7和模型11中加入了“非商业背景治理占比”
和“业务变更”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与企业基金会删减慈善活动的倾向呈显著负相关关

系（β=−3.20，p<0.01），而与企业基金会扩增慈善活动的倾向无显著相关关系（β=−0.37，p>0.1），
因此H4b得到支持而H4a未得到支持。这表明，针对企业诱致的使命漂移风险，当企业基金会治

理团队中政府、非营利机构、高校等背景占比较高时，基金会删减已有慈善活动的情况能得到

有效缓解，而另一类漂移模式——扩增慈善活动——难以得到有效缓解。上述检验结果在全模

型8和模型12中依然稳健。

(三)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分析

1.稳健性检验

（1）因变量替换。本文因变量为慈善领域扩增和慈善领域删减，本文用不同的方法来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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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慈善行为漂移模式。首先，针对企业基金会在慈善领域间的捐赠变更，以更严格的程度

来界定漂移行为：将变更所涉及资金占比的阈值从10%替换为20%，即仅当所扩增（删减）慈善

领域的资金投入占比超过捐赠总资金的20%时，慈善领域扩增（删减）变量才编码为“1”，否则

仍然为“0”。
考虑因慈善项目的计划期限而自然发生的变更行为。在企业基金会的慈善项目中，一些项

目可能在设立时就明确了服务期限。这类项目具有事先计划性，发生变更是因为项目到期，并

非由企业业务导致。为识别此类项目，以“年限”“运作时间”“运行时间”等为关键词对样本中所

有慈善项目的简介信息进行文本搜索，在5 663个慈善项目中识别出153个具有明确计划期限

的慈善项目。将这153个项目剔除后，重新测算慈善领域扩增/删减这两个因变量。

此外，某些慈善活动很可能主要因外部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开展或终止，与企业基金会的使

命漂移无关。其中，“扶贫助困”类慈善活动尤其符合这样的特征，这类活动通常与中国政府扶

贫政策的推行和变更紧密相关，因此企业慈善项目的周期可能会与政府规划中的时点相一致。

在因变量测算中排除这类活动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

（2）自变量替换。对于商业活动变更（BusChange）的测度，不同于前述欧式距离法，这里基

于余弦相似度来计算企业在不同业务领域销售额结构的变化程度。在已有研究中，余弦相似度

被多次用来测度不同样本在多维变量上的相似程度（如Piezunka和Dahlander，2015；Piazza和
Jourdan，2018），余弦相似度为1，则表示两个多维向量在方向上完全一致。将余弦相似度进行

反向处理来测度企业销售结构变化（公式如下）：

B usChanget
i = 1¡

P
j Salest

ij £ Salest¡1
ijqP

j Salest2
ij £

P
j Sales(t¡1)

2

ij

表 4    企业业务变更与企业基金会扩增及删减慈善领域倾向的关系检验

变量
Addin_PD Cutoff_PD

（1） （2） （3） （4）
BusChange 2.122***（0.432） 1.991***（0.441） 1.530***（0.440） 1.822***（0.438）
CasRatio 0.381***（0.132） −0.321**（0.131）

ComPressure −0.597（0.753） 0.688（0.770）
GovHybrid 0.082（0.155） −0.425**（0.209）

Size 0.000（0.000） 0.000（0.000）
ROA −0.005（0.012） 0.002（0.021）

Private 0.691**（0.280） 0.220（0.300）
Advertise −0.291（2.970） −0.411（2.478）

TMTChange 0.107（0.213） 0.525**（0.213）
CF_Assets 0.112*（0.061） 0.059（0.080）

CF_ DonLevel −0.002（0.003） 0.013（0.009）
CF_AdmFee 0.242（2.829） −6.141*（3.503）

CF_Age −0.127***（0.030） −0.061（0.043）
Constant −2.192***（0.830） −2.644***（0.919）

行业固定效应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年份固定效应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Chi2 75.2 117.9 36.1 75.2
Pseudo R2 0.197 0.243 0.146 0.199
样本量 650 650 650 650

　　注：* p<0.1，** p<0.05，*** p<0.01。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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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别进行上述因变量、自变量替换后，主效应检验结果与前述高度一致（见表6）。
2.内生性分析

利用纳入工具变量的Heckman两阶段法处理内生性问题。既有文献指出，相比未建立企业

基金会的企业，建立了企业基金会的企业往往具有更强的战略慈善意图，其慈善行为范式也有

所不同（许睿谦和王超，2022）。正文主模型的样本仅包含了那些建立了企业基金会的企业，而

如果两类企业在关于慈善行为迎合业务变更的策略选择上存在系统性差异，则会出现样本自

表 5    双元制度逻辑治理的异质性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Addin_PD Cutoff_PD

（5） （6） （7） （8） （9） （10） （11） （12）

BusChange
0.410

（0.643）
−2.913*

（1.622）
2.275***

（0.671）
−3.261*

（1.808）
2.575***

（0.547）
−2.172
（1.990）

4.097***

（1.068）
0.982

（2.233）

BusChange×CasRatio
4.075**

（1.641）
3.735**

（1.472）
−1.753**

（0.709）
−2.148**

（0.895）

BusChange×ComPressure
5.704***

（1.893）
4.626**

（1.828）
4.591**

（2.220）
4.741**

（2.129）

BusChange×GovHybrid
−0.368
（0.692）

−0.264
（0.725）

−3.203***

（1.190）
−3.333***

（1.212）

CasRatio
−1.531**

（0.725）
0.391***

（0.132）
0.384***

（0.132）
−1.365**

（0.654）
0.578**

（0.263）
−0.319**

（0.132）
−0.324**

（0.139）
0.762**

（0.322）

ComPressure
−0.671
（0.746）

−3.262***

（1.078）
−0.606
（0.753）

−2.773***

（1.060）
0.680

（0.785）
−1.487
（1.150）

0.516
（0.765）

−1.702
（1.102）

GovHybrid
0.016

（0.165）
0.091

（0.155）
0.256

（0.373）
0.147

（0.385）
−0.409*

（0.219）
−0.421**

（0.206）
0.957**

（0.420）
1.018**

（0.406）

Size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ROA
0.000

（0.012）
−0.002
（0.011）

−0.006
（0.012）

0.002
（0.012）

−0.001
（0.021）

0.004
（0.021）

−0.001
（0.019）

−0.003
（0.019）

Private
0.689**

（0.285）
0.686**

（0.281）
0.682**

（0.278）
0.677**

（0.285）
0.237

（0.302）
0.218

（0.298）
0.185

（0.306）
0.208

（0.303）

Advertise
−1.009
（2.911）

−0.026
（2.999）

−0.318
（2.961）

−0.722
（2.911）

0.027
（2.498）

−0.158
（2.522）

−1.031
（2.467）

−0.158
（2.487）

TMTChange
0.158

（0.209）
0.125

（0.215）
0.116

（0.212）
0.170

（0.212）
0.505**

（0.219）
0.544**

（0.214）
0.594***

（0.213）
0.579***

（0.218）

CF_Assets
0.095

（0.060）
0.112*

（0.062）
0.108*

（0.061）
0.093

（0.062）
0.068

（0.081）
0.053

（0.080）
0.030

（0.079）
0.035

（0.079）

CF_ DonLevel
−0.002
（0.003）

−0.002
（0.003）

−0.002
（0.003）

−0.002
（0.003）

0.013
（0.010）

0.012
（0.009）

0.011
（0.007）

0.012
（0.008）

CF_AdmFee
0.557

（2.949）
0.144

（2.729）
0.198

（2.788）
0.403

（2.835）
−6.459*

（3.615）
−6.445*

（3.633）
−6.279
（3.832）

−6.909*

（4.004）

CF_Age
−0.124***

（0.030）
−0.126***

（0.030）
−0.125***

（0.030）
−0.124***

（0.031）
−0.066
（0.044）

−0.060
（0.042）

−0.048
（0.042）

−0.054
（0.043）

_cons
−1.368
（0.853）

0.039
（0.999）

−2.302***

（0.863）
0.263

（1.076）
−3.021***

（0.938）
−0.801
（1.109）

−3.405***

（0.982）
−1.969*

（1.158）
行业固定效应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年份固定效应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Chi2 111.7 126.0 116.7 118.8 76.3 77.5 79.1 89.7
Pseudo R2 0.266 0.250 0.243 0.271 0.208 0.204 0.218 0.232
样本量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注：* p<0.1，** p<0.05，*** p<0.01。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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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问题，产生估计偏误。因此，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法，并在第一阶段加入工具变量，来

处理模型的潜在内生性偏误。在第一阶段回归的总样本包含2009—2017年间所有A股上市公

司，因变量为企业是否建立了企业基金会（企业建立了企业基金会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

“0”）。首先纳入对企业建立了企业基金会等慈善行为有潜在影响的变量，包括企业规模、盈利

能力、企业性质、广告投入强度等；此外，还纳入了两个工具变量，即同行业企业基金会的成立

数量（IndustryPeers）和同地区企业基金会的成立数量（RegionPeers）。企业在采纳特定实践的

过程中往往存在“同构”趋势，同行业或同地区的企业纷纷采纳某项实践，则会形成一种制度同

形压力，在此情况下，焦点企业更有可能通过模仿性同构，即采纳相同的实践来获取合法性

（Campbell，2007）。第二阶段回归将正文主模型中的慈善领域扩增（Addin_PD）和慈善领域删

减（Cutoff_PD）作为因变量，并纳入第一阶段回归得到的Inverse Mills Ratio（IMR）作为控制变

量。同行业（同地区）企业基金会的成立数量很可能影响焦点企业是否选择成立企业基金会（第

一阶段回归中的因变量），但不会对该企业基金会的慈善领域扩增/删减行为（第二阶段回归中

的因变量）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具有工具变量的属性。在加入IMR后的第二阶段模型中，实证的

主要结果与正文一致（见表7）。

五、  进一步分析

就企业对企业基金会慈善行为的影响展开进一步的机制检验。本文认为，企业动态寻求慈

善活动与业务活动的匹配性是诱致其漂移行为的重要原因，这也可能造成长期性慈善项目的

流失。此外，开展异质情境下的分析。

(一)企业业务变更、品牌重配与企业基金会慈善行为变更

本文基准假设（H1a和H1b）的一个核心解释机制在于企业希望企业基金会的慈善领域与

企业业务领域在品牌上形成匹配，进而促进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正面感知与支持（Brown等，

2006；Luo等，2018）。当企业业务发生变更时，企业会倾向于将慈善领域与业务领域在品牌上

表 6    稳健性检验：因变量替换、自变量替换后的主效应检验

变量
因变量替换

（变更比例阈值为20%）
因变量替换

（剔除计划期限的项目）
因变量替换

（剔除扶贫领域捐赠）
自变量替换

Addin_PD Cutoff_PD Addin_PD Cutoff_PD Addin_PD Cutoff_PD Addin_PDCutoff_PD

BusChange
2.250***

（0.539）
1.378***

（0.463）
1.673***

（0.421）
1.407***

（0.418）
1.707***

（0.460）
0.759*

（0.424）
2.074**

（0.849）
5.134***

（1.539）

CasRatio
0.019

（0.051）
−0.162**

（0.072）
0.177**

（0.069）
−0.286***

（0.111）
−0.011
（0.048）

−0.150**

（0.070）
0.455***

（0.150）
−0.270**

（0.130）

ComPressure
0.173

（0.823）
0.749

（0.911）
−0.724
（0.750）

1.078
（0.806）

0.372
（0.751）

0.481
（0.928）

−0.719
（0.742）

1.058
（0.919）

GovHybrid
0.092

（0.144）
−0.143
（0.176）

0.061
（0.147）

−0.135
（0.177）

0.144
（0.143）

−0.156
（0.167）

0.026
（0.161）

−0.576**

（0.230）

Constant
−1.818**

（0.818）
−1.130
（0.960）

−1.901**

（0.826）
−3.067***

（0.922）
−1.884**

（0.785）
−0.949
（0.962）

−1.506*

（0.811）
−2.538***

（0.944）
其他控制变量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行业固定效应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年份固定效应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Chi2 93.0 56.2 118.6 78.0 92.0 46.9 99.9 71.9
Pseudo R2 0.190 0.164 0.207 0.187 0.184 0.159 0.225 0.226
样本量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注：* p<0.1，** p<0.05，*** p<0.01。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企业附庸”还是“使命至上”：制度逻辑对企业基金会使命漂移的影响与治理
109



进行重配，进而诱变企业基金会的慈善行为。

为此，本文进一步细分出具体的业务领域和慈善领域，并检验细分领域下的业务变更对相

应高品牌匹配度的慈善活动的影响。本文结合已有文献证据，并基于Wind数据库所公布的所

有样本上市公司的实际细分业务领域情况，识别出了6组高品牌匹配度的业务领域与慈善领域

（如表8），具体包括：制药、医疗器械、生物科技等业务领域（组别1）与卫生保健及医疗救助类慈

善领域的品牌匹配（如Brown等，2006）；化工、矿业、钢铁加工等业务领域（组别2）与环境保护

类慈善领域的品牌匹配（如Luo等，2018）；肉禽养殖、饲料、化学农药等业务领域（组别3）与三

农类慈善领域的品牌匹配；房地产开发、物业经营、建筑施工等业务领域（组别4）与社会公共服

务类慈善领域的品牌匹配；网络运营与传媒、广告、影视等业务领域（组别5）与文化与艺术类慈

善领域的品牌匹配；户外服装与鞋品、户外器材、户外装备等业务领域（组别6）与体育类慈善领

域的品牌匹配。
 

表 8    高品牌匹配度的细分业务领域与慈善领域

业务领域 慈善领域
制药、医疗器械、医药工业、生物科技、保健设备与服务、检测试剂、健康保险 → 卫生保健、医疗救助
化工、矿业、钢铁加工、发电、电力、造纸、纸包装、交通运输、车辆生产、客运、

园林建设、污水防治 → 环境保护

肉禽养殖、饲料、化学农药、化肥、乳制品、兽药、种子 → 三农
房地产开发、物业经营、建筑施工、土地开发、政企业务 → 社会公共服务

网络运营与传媒、广告、影视、媒体与娱乐 → 文化艺术
户外服装与鞋品、户外器材、户外装备、体育用品 → 体育

 
 

H1a和H1b的检验结果表明，企业业务变更会诱致企业基金会慈善领域的扩增或删减，本

文基于品牌重配机制对此诱致性影响关系展开检验：企业在特定细分业务领域发生业务增长

时，会扩增与该类业务品牌相匹配的慈善领域投入；而企业在特定细分业务领域发生业务收缩

时，则会删减与该类业务品牌相匹配的慈善领域投入。本文构建了6个基于不同细分业务领域

的自变量，即BusChange _group1/2/3/4/5/6，来衡量企业本年度在各组别业务领域销售额占比

的变更程度。此外，本文构建了6对基于不同细分慈善领域的因变量，基于企业基金会在各类别

细分慈善领域中是否存在扩增/删减行为。

表 7    稳健性检验：Heckman两阶段模型

变量 是否建立了企业基金会 慈善领域扩增 慈善领域删减

IndustryPeers 0.3990***（0.1512）
RegionPeers 0.5152***（0.0908）
BusChange 2.045***（0.469） 2.102***（0.446）
CasRatio 0.400***（0.139） −0.250**（0.107）

ComPressure −0.476（0.845） 1.089（0.812）
GovHybrid 0.088（0.154） −0.446**（0.209）

IMR 0.024（0.141） 0.612***（0.206）
Constant −10.4872***（0.8092） −2.902（1.939） −9.747***（2.213）

其他控制变量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行业固定效应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年份固定效应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Chi2 473.4 117.7 85.7
Pseudo R2 0.355 0.243 0.217
样本量 28 526 650 650

　　注：* p<0.1，** p<0.05，*** p<0.01。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110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5卷第9期）



表9a和表9b报告了基于Logit回归模型的相应检验结果。从表9a中可以发现，企业在组别1
业务领域中的变更程度与企业基金会扩增卫生保健及医疗救助类慈善领域的倾向呈显著正相

关关系；企业在组别2业务领域中的变更程度与企业基金会扩增环境保护类慈善领域的倾向呈

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在组别3业务领域中的变更程度与企业基金会扩增三农类慈善领域的倾

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在组别6业务领域中的变更程度与企业基金会扩增体育类慈善领域

的倾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从表9b中可以发现，企业在组别2业务领域中的变更程度与企业基

金会删减环境保护类慈善领域的倾向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企业在组别4业务领域中的变更程度

与企业基金会删减社会公共服务类慈善领域的倾向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企业在组别5业务领域

中的变更程度与企业基金会删减文化与艺术类慈善领域的倾向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表 9a    进一步分析：品牌匹配领域下企业业务变更与企业基金会扩增慈善领域的关系

变量
卫生保健&医
疗救助类慈善

领域扩增

环境保护类
慈善领域

扩增

三农类慈善
领域扩增

社会公共服
务类慈善领

域扩增

文化与艺术
类慈善领域

扩增

体育类慈善
领域扩增

BusChange _group1
3.473**

（1.731）
−1.202
（3.308）

−3.083
（9.168）

1.408
（1.243）

−1.047
（1.215）

−1.971
（3.651）

BusChange _group2
−0.827
（1.037）

3.630**

（1.529）
−0.928
（1.805）

0.193
（0.928）

−2.448
（1.897）

−4.201**

（1.997）

BusChange _group3
−2.198*

（1.240）
4.927***

（1.900）
452.538***

（113.344）
−0.552
（0.891）

0.956
（1.152）

3.216
（2.561）

BusChange _group4
2.154**

（1.066）
−1.456
（1.956）

1.766
（1.637）

0.865
（0.958）

−3.043
（2.094）

2.428
（1.615）

BusChange _group5
8.056

（7.150）
57.600**

（26.684）
4.712

（8.069）
−16.852***

（5.616）
9.089

（8.065）
56.891*

（29.333）

BusChange _group6
−3.163
（5.833）

−9.505
（7.559）

0.076
（10.862）

1.156
（11.069）

−37.434
（25.496）

12.927*

（7.209）
其他控制变量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行业固定效应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年份固定效应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样本量 650 650 468 645 638 499
　　注：* p<0.1，** p<0.05，*** p<0.01。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基金会的慈善领域与企业的业务领域具有较高的品牌匹配性，而

企业的业务变更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基金会的行为漂移方向。这进一步说明，企业基金

会的慈善运营缺乏长期性和领域聚焦性，体现了较强的功利主义，更多服务于企业在动态发展

过程中树立正面品牌形象的商业诉求。

(二)企业业务变更与企业基金会长期性项目流失

在验证企业业务变更诱致企业基金会慈善领域扩增或删减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这

种来自商业的诱致性影响将破坏企业基金会从事公益事业的长期主义。使命驱动和长期主义

是公益制度逻辑的关键要素，非营利机构通过长期性、连贯性的关注与投入来有效解决社会问

题、创造社会价值（Cranenburgh和Arenas，2014；Koushyar等，2015）。一些企业基金会多年持续

地培育慈善项目，如腾讯公益基金会的“99公益日”项目、安利公益基金会的“春苗营养计划”项
目等，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且在持续投入中实现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成为标杆性慈善项

目。若企业基金会完全沦为“企业附庸”，则容易忽视公益制度逻辑所强调的长期性投入，在迎

合不断变化的企业诉求的过程中其慈善活动呈现短期性、零散性，这不利于非营利机构发展及

产生长远社会成效（Koushyar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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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2009—2017年间样本企业基金会所开展的5 663个慈善项目中，通过项目名称、项

目简介等文本信息识别出企业基金会在不同年份开展的相同慈善项目，对其中开展了三年及

以上的慈善项目进行标记，将其视为长期性项目并追踪其被企业基金会终止的年份。本文统计

各企业基金会每年终止长期性项目的数量，并验证企业业务变更对企业基金会终止长期性项

目的影响。

由于因变量为定序变量，因此这里使用序次Logit回归模型进行检验。表10显示了回归结

果。结果表明，企业业务变更程度与企业基金会在该年度终止长期性慈善项目的数量呈显著正

相关关系，这说明企业业务变更不仅会诱使企业基金会删减慈善领域，还会使其放弃对一些长

期性项目的培育。此外，对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非商业背景治理占比”和“业务变更”的
交互项（BusChange×GovHybrid）与企业基金会终止长期性慈善项目的数量呈显著负相关关

系，表明当企业基金会治理团队中政府、非营利机构、高校等背景占比较高时，能缓解企业基金

会因受企业业务变更的诱导而终止长期性项目的情况。这说明具有更强公益制度逻辑的治理

团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企业基金会的长期性项目，使得长期性项目在企业诉求变化下依然

可持续。

(三)异质性分析

进一步考察企业性质、规模以及行业等特征异质性下企业业务变更对企业基金会慈善领

域扩增/删减的影响。首先，从企业性质来看，承担社会责任是国有企业的先天使命，而民营企

业在慈善行为中的战略意图和目的性更强（许睿谦和王超，2022；Wang和Qian，2011）。相比国

有企业，民营企业可能对企业基金会慈善行为变更具有更深程度的操控。基于此，本文分别在

民营企业样本与国有企业样本中检验主效应假说。回归结果表明（见表11），在民营企业样本

中，企业业务变更程度与企业基金会扩增和删减慈善活动倾向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正文中

的全样本模型结果一致；在国有企业样本中，企业业务变更程度与企业基金会扩增慈善活动倾

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与其删减慈善活动倾向未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表

表 9b    进一步分析：品牌匹配领域下企业业务变更与企业基金会删减慈善领域的关系

变量
卫生保健&医
疗救助类慈善

领域删减

环境保护类
慈善领域

删减

三农类慈善
领域删减

社会公共服
务类慈善领

域删减

文化与艺术
类慈善领域

删减

体育类慈善
领域删减

BusChange _group1
0.198

（2.298）
−1.017
（1.451）

−4.363
（9.024）

0.653
（1.305）

−1.705
（2.362）

−1.918
（2.609）

BusChange _group2
3.607

（3.133）
−2.359*

（1.322）
−8.118***

（1.954）
−1.176
（1.633）

−1.574
（1.143）

2.477
（2.318）

BusChange _group3
2.012

（2.024）
7.892

（9.765）
1.090

（39.201）
−3.318
（3.598）

−0.416
（0.807）

2.872
（4.676）

BusChange _group4
2.523

（1.677）
−0.365
（1.289）

−8.450
（5.248）

−9.133**

（3.699）
1.806

（1.152）
−1.467
（1.200）

BusChange _group5
4.510

（5.297）
6.349

（6.965）
−13.590
（9.724）

10.711
（11.299）

−14.026**

（5.612）
19.951

（34.824）

BusChange _group6
8.943

（7.777）
0.106

（6.210）
4.027

（10.222）
−7.302
（5.253）

−61.378
（42.675）

−52.863
（32.514）

其他控制变量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行业固定效应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年份固定效应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样本量 602 638 444 645 618 547
　　注：* p<0.1，** p<0.05，*** p<0.01。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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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国有企业由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天然属性，不太会因企业业务变更而轻易终止正在运行的慈

善项目，而民营企业则对企业基金会删减慈善领域的诱导程度更高。
 

表 10    进一步分析：企业业务变更与企业基金会长期性项目流失的关系

变量 终止长期性项目的数量

BusChange 1.021**（0.437） 0.870*（0.478） 2.574*（1.522） 2.241***（0.751）
BusChange×CasRatio 0.325（0.267）

BusChange×ComPressure −1.782（1.725）
BusChange×GovHybrid −1.852**（0.859）

CasRatio −0.016（0.087） −0.219（0.183） −0.016（0.087） −0.014（0.088）
ComPressure 0.109（0.499） 0.108（0.503） 0.972（1.013） 0.002（0.506）
GovHybrid −0.728***（0.149） −0.736***（0.150） −0.732***（0.149） 0.026（0.373）

其他控制变量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行业固定效应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年份固定效应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样本量 650 650 650 650
　　注：* p<0.1，** p<0.05，*** p<0.01。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表 11    不同企业性质下的分样本主效应检验

变量
民营企业样本 国有企业样本

Addin_PD Cutoff_PD Addin_PD Cutoff_PD

BusChange 1.771***（0.549） 2.095***（0.487） 2.578**（1.204） 1.577（1.455）
CasRatio 0.319**（0.131） −1.029**（0.477） 0.334*（0.169） −0.243**（0.098）

ComPressure −1.922**（0.835） 1.339（1.026） 0.873（1.097） 0.169（1.125）
GovHybrid 0.021（0.232） −0.883***（0.296） 0.273（0.242） 0.037（0.277）
Constant 0.286（0.877） −3.003**（1.171） −17.396***（1.982） −2.110（1.788）

其他控制变量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行业固定效应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年份固定效应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Chi2 75.2 81.4 317.6 77.6
Pseudo R2 0.211 0.238 0.433 0.261
样本量 430 430 220 220

　　注：* p<0.1，** p<0.05，*** p<0.01。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其次，从企业规模来看，企业越大则其可见性越高，外界对其慈善行为的期待程度和规范

性要求也越高（Marquis和Lee，2013）。对于不同规模的企业，企业在发生业务变更后对相应变

更企业基金会慈善行为的诉求倾向可能不同。本文在样本企业中，通过对比年度企业销售收入

与所有企业销售收入的中位数水平，将样本区分为规模较小型企业样本（销售收入低于中位

数）和规模较大型企业样本（销售收入高于中位数），并分别检验主效应假说。回归结果表明（见

表12），无论是对于规模较小型企业还是对于规模较大型企业，企业业务变更对企业基金会慈

善领域扩增/删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再次，从企业所属行业来看，不同行业的利益相关方群体结构存在差异，外界对企业社会

责任行为的关注程度也有所不同（Gautier和Pache，2015；Luo等，2018）。对于直接面向消费者群

体的行业，企业慈善形象能够与消费者的品牌感知更加紧密地结合。基于此，本文将企业区分

为直接面向消费者类行业和非直接面向消费者类行业，并分别检验主效应假说。根据Wind一
级行业分类体系，“可选消费类”和“日常消费类”行业被标记为直接面向消费者类行业，而其他

行业则被标记为非直接面向消费者类行业。回归结果表明（见表13），对于这两类行业而言，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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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业务变更对企业基金会慈善领域扩增/删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 12    不同企业规模下的分样本主效应检验

变量
规模较小型企业样本 规模较大型企业样本

Addin_PD Cutoff_PD Addin_PD Cutoff_PD

BusChange 2.592***（0.636） 2.209***（0.594） 1.166**（0.572） 2.943***（0.702）
CasRatio 0.312**（0.129） −0.087（0.089） 0.749**（0.377） −2.302***（0.596）

ComPressure −3.538（2.174） 5.289***（1.697） 0.091（0.985） 1.165（1.112）
GovHybrid −0.168（0.215） −0.545**（0.268） 0.458（0.317） −0.386（0.310）
Constant 1.145（2.070） −6.886***（1.727） −1.015（0.905） −0.910（1.143）

其他控制变量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行业固定效应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年份固定效应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Chi2 73.3 73.4 64.5 89.0
Pseudo R2 0.231 0.253 0.236 0.275
样本量 325 325 325 325

　　注：* p<0.1，** p<0.05，*** p<0.01。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表 13    不同企业行业下的分样本主效应检验

变量
直接面向消费者类行业企业样本 非直接面向消费者类行业企业样本
Addin_PD Cutoff_PD Addin_PD Cutoff_PD

BusChange 4.973***（1.141） 2.763**（1.082） 1.574***（0.542） 1.599***（0.512）
CasRatio 0.420（0.472） −1.087（0.782） 0.416***（0.148） −0.272***（0.096）

ComPressure −2.386***（0.822） −0.432（1.018） 1.876***（0.669） 2.072**（0.972）
GovHybrid −0.024（0.403） −0.814*（0.429） 0.381**（0.179） −0.258（0.234）
Constant −13.948***（1.229） −14.244***（1.104） −3.419***（0.974） −3.258***（1.178）

其他控制变量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年份固定效应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Chi2 302.0 252.6 78.0 69.3
Pseudo R2 0.405 0.231 0.214 0.190
样本量 173 173 477 477

　　注：* p<0.1，** p<0.05，*** p<0.01。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六、  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企业基金会与上市公司的配对数据，分析了企业对企业基金会践行公益使命过

程的影响以及双元制度逻辑治理的调节作用机制。主要得到如下结论：（1）在商业制度逻辑的

作用下，企业业务变更对企业基金会“扩增”与“删减”这两类漂移行为都具有显著的诱致性影

响。表明企业资源配置策略的变化从业务领域辐射至慈善领域，进而引致企业基金会的使命漂

移。（2）双元制度逻辑治理对两类漂移行为受到的企业诱致性影响起到异质性调节作用。企业

高水平的冗余资源会加剧企业诱致下的企业基金会“扩增”行为，但会缓解其“删减”行为。企业

面临的强竞争压力会同时加剧企业诱致下的企业基金会“扩增”与“删减”行为。企业基金会中

设立非商业背景占比较高的治理团队会缓解企业诱致的“删减”行为。（3）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企业在发生业务变更时，会通过业务领域与慈善领域间的品牌重配机制来诱致企业基金会的

漂移行为。此外，企业业务变更会诱致企业基金会长期性项目的流失，而非商业背景占比较高

的治理团队对此类情况能起到缓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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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的实践与政策启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共同富裕目标下，警惕企业基金会完全附庸于企业而削弱公益使命。共同富裕目标

强调财富流动更加合理、资源配置更加有效，进而促进全社会的福祉改善，而零散性、随意性的

“随机散财”慈善模式难以深入有效地应对社会需求和助推共同富裕（杨蕤，2022）。在促进共同

富裕的过程中，企业基金会强调专业性、系统性和长期性运作，进而长效地践行公益使命、改善

社会福祉。企业基金会完全以迎合企业偏好为优先而忽略对其公益使命的促进，也有悖于共同

富裕的价值内涵。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若企业基金会完全被企业意志左右，则容易频繁出现

慈善行为漂移，造成慈善行为的零散化、碎片化，也容易引致一些长期性慈善项目的流失，这不

利于长远社会成效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企业基金会作为混合型组织，在响应企业目标的同

时也需注重其作为非营利机构的规范性与社会价值创造，立足于自身公益使命，深化公益战略

的制定与执行，培育公益专业性、长期性的运作意识与能力。研究结论也表明，企业为追求商业

活动与慈善活动之间品牌形象的匹配性，可能妨碍企业基金会专注于公益使命。企业基金会要

避免沦为服务于企业品牌的工具，应注重自身慈善品牌的打造，树立行业口碑，缓解外界对其

自主性、独立性的质疑。

第二，关注企业基金会的有效协同治理，避免由单方面的商业制度逻辑主导。目前我国大

多数企业基金会还缺乏治理意识和治理能力，其决策完全由企业所主导（李新天和易海辉，

2015），这与其作为非营利机构的独立性规范相悖，因此，构建有效协同的治理是企业基金会健

康发展并持续优化慈善资源配置的重要基础。本文的研究表明，企业基金会治理兼具商业制度

逻辑要素和公益制度逻辑要素，两类治理要素如何融合与协同对企业基金会的实践及效能将

产生关键影响。但是，现实中很多企业基金会没有实质性的治理团队，其秘书长和理事等成员

都是名义上在企业基金会任职，而实际上从事企业品牌部门、公关部门或社会责任部门的职能

工作。在此情况下，企业基金会倾向于功利化地以品牌匹配为导向来配置慈善资源，从促进公

益使命的导向来看具有短视性。企业基金会可以通过引纳具有非营利领域背景的管理人员来

健全组织治理。相较于完全将公司高管或员工嫁接到基金会的理事会中，企业基金会通过补充

非商业背景的管理者来平衡其治理结构，有助于防范使命漂移并缓解长期性慈善项目的流失。

对于企业基金会等混合型组织的发展而言，可以通过设立相对平衡的治理结构，来促使商业制

度逻辑与公益制度逻辑在组织内从一方主导或相互竞争转向融合协同。

第三，完善企业基金会监管制度，促进企业基金会的规范化发展。相对于美国、英国等西方

发达国家，我国企业基金会发展起步较晚。随着我国企业基金会数量的迅速增长，需要不断健

全法律法规来引导企业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引导企业基金会更规范、有效地参与第三次分配，

成为共同富裕的重要推进主体。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监管制度尚未健全的环境下，企业基

金会可能仅仅功利性地服务于企业需求而漠视公益使命和社会价值创造，这有违非营利机构

的行业规范，并与其所享有的减税权益不相符。一方面，完善基金会行业法规，进一步要求企业

基金会明确使命宗旨和业务范围，同时配套常态化的项目评估与督导举措。构建面向企业基金

会的数字化监管能力，强化企业基金会的信息披露体系建设。另一方面，注重社会媒体的监督

效应与舆论治理效应，引导企业基金会更多参与到重要性、实质性的社会议题，并鼓励专业化、

长期主义导向的慈善行动。强化媒体对企业基金会的正面报道效应以及负面监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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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ying to Firms” or “Anchoring on Social Mission”:
The Inducement and Governance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on

Mission Drift among Corporate Foundations

Xu Ruiqian1,  Yang Zhen2,3,  Yang Dongning4

（1.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3. Research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4.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Summary: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irms running a corporate foundation
is regarded as a more active and professional way of implementing philanthropic strategies. However,
corporate foundations tend to encounter the problem of “mission drift”, resulting in the fragmentation of
charitable activities that undermines the achievement of long-term social goals. Most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focuses on social firms, and does not deeply reveal how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business and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charity jointly affect mission drif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wo types of drifting
behavior of corporate foundations, and explores the inducing factors and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drifting behavior.

This paper builds a paired sample database of “corporate foundations –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The findings show that: When firms change business activities, corporate foundations are more likely to
expand new social domains, and also more likely to delete the existing social domains. The level of
organizational redundancy, the competitive pressure of firms, and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corporate
foundations have a heterogeneous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inducing impact of mission drift of corporate
foundation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when business changes occur, firms can induce mission drift of
corporate foundations through the brand realignment mechanism between business domains and social
domains, and will cause the loss of long-term projects of corporate foundation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at: First, it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that
induces mission drift in hybrid organizations. By analyzing the interplaying mechanism between
commercial activities and philanthropic activities, this paper illustrates how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business affects the practices in public social domains, and how it will lead to mission drift. Second, as
the findings reveal the behavioral manifestation, inducing factors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mission
drift among corporate foundations, it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mission drift, and extend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xistence and operation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Third, it provides policy insights
for more rational support,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of corporate foundations, so as to promote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on to social well-being. It also provides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or corporate foundations to achieve better balance with commercial needs and social pursuits.

Key words: corporate foundations; mission drift; institutional logic; hybrid organizations
（责任编辑：王舒宁）

 

118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5卷第9期）


	一 引　言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三 研究设计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五 进一步分析
	六 研究结论与启示
	参考文献

